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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所与三峡和葛洲坝水利工程中的鱼类保护

刘焕章    黎明政    常    涛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2)

摘要: 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型水电工程, 对长江中下游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

等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益。如何减轻葛洲坝-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的影响经历了漫长而

激烈的论证过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两个工程的水域生态环

境影响评价和鱼类保护工作, 并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葛洲坝工程的救鱼对象讨论中, 水生所指出救鱼的

主要对象是中华鲟; 在救鱼的措施方面, 水生所科学论证了葛洲坝工程不必修建过鱼设施, 中华鲟在葛洲坝下

能够自然繁殖, 中华鲟的救护措施以人工繁殖放流和产卵场的保护为主。在葛洲坝工程建设后, 水生所进一

步预测了三峡工程对长江珍稀特有鱼类、重要经济鱼类以及渔业的影响,  并且建议在赤水河建立自然保护

区, 作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庇护所; 提出最早的生态调度想法, 通过三峡水库的调度形成人造洪峰, 刺
激“四大家鱼”产卵等等。实践证明,  水生所做出的工程影响评价和鱼类保护建议是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

的, 对国家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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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作为人类文明的要素之一, 一方面为人类

提供了重要的食物资源和舟楫之利, 促进了文化、

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洪水泛滥也常常给人类带来

巨大灾难。对河流的认识和开发利用成为了人类

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

了对河流的治理, 从古老的大禹治水传说, 到修建

于2200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 以及今天的各种水利

枢纽工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先进的水利工程大

国了。

然而, 现代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在开

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也要尊重自然, 顺应自

然, 保护自然, 水利工程建设也要注意生态环境的

保护, 特别是鱼类的保护。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

是现代最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 在其建设过程中,
相关的鱼类保护问题也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自始至终

都参加了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水域生态环境

影响评价和鱼类保护研究工作, 并且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1    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大坝

在长江三峡修建水电站的设想, 最早可以追溯

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在1919年《建

国方略的之二—实业计划》中就曾经提出在三峡

筑坝改善航运、开发水电
[1]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

政府和美国政府合作, 对三峡工程进行过勘察、研

究, 曾提出过具体开发设想
[1 ,  2]

。新中国成立后,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时提出要研究三峡

问题, 1955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长江水

利委员会协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三峡工程的勘

测、科研、设计与论证工作
[3], 水生所自此开始参

与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

1958年, 水生所分别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巴县的

木洞镇(现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和中游的湖北宜昌

市各设了一个工作队, 上游由曹文宣先生负责, 中
游由朱居宏先生负责, 围绕三峡工程对长江鱼类资

源的影响及救护措施等问题开展工作。同时, 水生

所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协作在江津至宜昌江段

开展流动调查工作, 相关研究结果形成了我国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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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三峡水库库区江段水生生物的系统资料, 并
初步预测了三峡工程建设可能带来的影响。此后,
受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约束和人们认识的局

限, 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一直

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真正的建设工作
[2]
。在修建

三峡工程之前, 开展了众多的前期工作, 其中就包

括了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

葛洲坝水利枢纽是三峡水利枢纽下游的反调

节水库和航运梯级, 它的主要任务是消除三峡电站

日调节时下游的不稳定流, 改善三峡坝址以下至南

津关约40 km峡谷河道的通航条件, 并利用该河段

的落差发电
[4]
。20世纪70年代, 在湖北省迫切需要

大量电力、三峡工程建设推迟的情况下, 考虑到葛

洲坝工程工期相对短, 水库淹没损失小, 建成后可

获得较多的电能, 又可改善峡谷河段航运条件, 并
可为兴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 经中央批准, 启动

葛洲坝水利枢纽建设工作
[5]
。

2    葛洲坝水利工程救鱼对象之争: 中华鲟
或是“四大家鱼”及其他鱼类

因葛洲坝建设后将截断长江, 大坝建设对长江

鱼类资源将带来怎样的影响、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等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当时以国家水产总局为主

的农林部和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主的水电部

之间, 关于葛洲坝工程救鱼对象和救鱼措施等问题

存在一些分歧, 并为此争论了12年[4]
。

1960年, 水生所的易伯鲁、陈佩薰、邓中粦、

余志堂等参加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三峡水利

枢纽建设而组织的“四大家鱼”(草鱼、青鱼、鲢、

鳙)产卵场协作大调查, 依据调查结果, 提出长江中

“四大家鱼”天然产卵场除宜昌外, 在中下游地区也

分布有不同规模的产卵场, 否定了之前宜昌江段是

“四大家鱼”唯一产卵场的错误认识
[6]
。1968年, 水

生所承担了“三三〇工程过鱼设施必要性研究”, 并
于1970年到富春江和汉江调查四大家鱼自然繁殖

情况, 证实富春江七里泷电站和丹江口电站下游仍

有家鱼产卵
[7, 8]

。通过调查研究, 指出救鱼对象是

中华鲟而不是“四大家鱼”。1979年9月, 长江流域

规划办公室在汉口召开葛洲坝工程救鱼问题讨论

会, 包括国家水产总局和水生所在内的23个单位的

相关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大部分参会代表认为葛

洲坝工程主要考虑中华鲟的救鱼问题, 不过农林部

国家水产总局认为葛洲坝工程将对长江“四大家

鱼”自然繁殖及其他鱼类资源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提出的救鱼范围除了中华鲟外, 还有“四大家鱼”等
其他多种长江鱼类。

1981年2月18—23日, 国家农业委员会召开了

葛洲坝工程过鱼设施论证会, 水生所相关代表参加

了会议, 会议一致同意救护中华鲟和白鲟, 但是否

要救“四大家鱼”的意见不一。1981年1月4日, 葛洲

坝大江截流。同年5—8月, 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为主的科研单位和水生所通过调查发现, “四大家

鱼”仍然可以在长江干流上、中游正常繁殖
[6]
。基

于此调查结果, 1982年2月, 在国家农业委员会举行

的第二次葛洲坝救鱼论证会上, 决定只救护中华鲟。

3    葛洲坝是否要修建过鱼设施？

在讨论葛洲坝工程救鱼对象的同时, 采取何种

救鱼措施也是争论的焦点。1970年11月27日, 水生

所提出《关于三三〇工程葛洲坝下不必修建过鱼

设备的报告》
[4]
。当时水产总局却提出不同意见,

认为需要兴建过鱼设施以恢复生态平衡。1971年
6月16日, 周恩来总理主持葛洲坝工程汇报会时, 明
确要求救鱼。此后, 为掌握大坝建设对长江鱼类资

源的影响,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托水生所、四川

省水产科学研究所、重庆市长寿湖水产研究所等

单位, 开展了鱼类克流能力、集鱼试验、中华鲟网

捕和人工繁殖试验等研究, 同时还搜集了大量国内

外有关救鱼问题的技术资料, 了解到了当时世界上

水利工程救鱼措施的发展已从单纯修建过鱼设施

向人工繁殖转变
[4]
。

1979年9月20—27日,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

汉口召开葛洲坝工程救鱼问题讨论会, 水生所提出

针对中华鲟的救护, “最终救鱼措施根本, 是人工繁

殖”, “可在下游建立人工繁殖场”, “过鱼设施, 联系

到三峡工程, 比较难”, “幼鱼不能过鱼道”; 如果修

建鱼道, 中华鲟即便通过鱼道上溯到上游产卵, 再
也回不到大海生活, “只上没有下, 没有意义”, “过
鱼设备要慎重, 人工繁殖要积极研究”, 这些观点得

到众多与会者的支持。但也有观点认为“救助鲟鱼

应该是过鱼与人工繁殖并举”; “网捕过坝可以作为

一个科研课题”; 甚至有人提出“从实效讲, 最好缓

建, 先研究过鱼的主要手段”。农林部水产局则态

度坚决地坚持兴建过鱼设施
[4]
。

是否兴建过鱼设施的争论仍在继续, 为了不影

响葛洲坝工程建设进展, 1980年1月3日, 葛洲坝工

程技术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 “同意在坝区下

游大江部分预留一个适当的位置, 以便水产总局会

同长办提出有根据的技术经济论证报告和可靠技

术措施后, 在技术委员会下次会议上讨论确定(是
否修建鱼道)”[4]。

同时, 相关部门成立考察组分别到前苏联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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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行考察。考察结果认为前苏联的河流修建过

鲟鱼的升鱼机或鱼闸效果不理想, 而集运鱼船还处

于试验阶段, 网捕亲鱼过坝成为主要手段; 美国当

时建造的针对鲟科鱼类的鱼道并未成功, 国际上当

时救护方向是人工繁殖。1981年2月14日, 时年

81岁的水生所伍献文院士提出了《葛洲坝水利枢

纽修建鱼道问题应慎重考虑》的建议, 提出鉴于国

外在水坝上修建的过鱼设施通常不成功, 中华鲟个

体比国外鲟鱼个体大, 且数量少, 在江面宽、江水

深、流速高的长江中建造过鱼设施很难达到救护

目的, 并预测在坝下江段, 中华鲟的性腺可能发育

成熟并产卵; 主张在坝下捕捞成熟亲鲟, 进行人工

繁殖放流, 在人工繁殖放流站建成前, 可网捕亲鲟

过坝
[3]
。

1981年1月4日, 葛洲坝大江截流, 10—11月, 水
生所等科研院所在宜昌至石首江段发现性腺发育

到IV期的中华鲟亲鱼, 证实了中华鲟能够在葛洲坝

下性腺发育成熟的推断。1982年3月和6—7月, 水
生所又分别在沙市江段和崇明江段采集到中华鲟

幼鱼, 证明在葛洲坝大江截流前溯游到上游的中华

鲟亲鱼仍能在长江自然繁殖。1982年10—11月, 水
生所在葛洲坝下游的宜昌江段调查到大量鲟鱼卵

和刚孵化的鲟鱼苗, 首次证实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找

到了新的产卵场, 可以成功自然繁殖。长江水产研

究所也在11月初采集到了中华鲟卵
[4, 6]

。随后, 国
家经委、农牧渔业部和水电部联合调查组到现场

作了核实, 并于1982年11月23日召集水生所、长江

水产研究所、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葛洲坝

工程局水产处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九个单位

的水产科技人员进行座谈, 一致认为中华鲟在葛洲

坝下产卵和正常孵化是事实, 能够在坝下江段依靠

天然繁殖保持该物种
[4, 6, 9]

。

鉴于上述事实, 1982年12月28日, 受国务院领

导委托组织论证葛洲坝工程救鱼问题的国家农业

委员会、水电部、农牧渔业部和葛洲坝工程技术

委员会等6部门负责人联名向国务院写书面报告,
明确提出, 中华鲟的救护措施, 可以不考虑修建过

鱼建筑物, 以免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浪费, 建议

继续进行中华鲟坝下产卵场的调查、坝下人工繁

殖的研究, 网捕过坝作补充措施, 严格禁捕等。至

此, 长达12年的“葛洲坝救鱼之争”划上句号
[10]

。此

后, 这些论证中的一些分析和预测经时间的实践检

验, 均被证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是水生所伍献

文院士、曹文宣先生等鱼类学专家的科学论证, 才
使得葛洲坝水利枢纽建设中鱼类保护问题得到圆

满解决, 并为以后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鱼类保护工作

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4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对长江鱼类有什
么影响？

葛洲坝工程建设后, 长江三峡工程建设论证工

作日趋紧迫。1984—1990年, 水生所主持了三峡工

程前期重大课题和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中有关三峡工程对长江水域生态的影响和对策等

专题研究。曹文宣先生执笔撰写了《长江三峡水

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水生生物部分, 论证了

三峡工程对长江珍稀、特有鱼类、重要经济鱼类

以及渔业的影响,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水

生所的研究报告指出: 三峡成库后, 由于上游环境

的改变, 约40种鱼类受到不利影响, 其中2/5为上游

特有鱼类, 其栖息地面积缩小约1/4, 种群数量相应

减少; “四大家鱼”上游的产卵场将上移, 卵苗滞留

在库区内, 资源量将增加; 中游“四大家鱼”的繁殖

将受到不利影响; 中华鲟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条

件将进一步恶化, 尤其是径流的强烈变化, 可能对

中华鲟资源产生直接不利影响, 须引起重视
[11]
。

1996年开始, 水生所承担了“长江三峡工程生

态与环境监测系统”的鱼类和珍稀水生动物监测重

点站的工作, 对三峡库区及邻近江段鱼类资源的变

化情况开展了长期的监测
[12]

。相关监测结果, 证实

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所提出

的预测。

5    针对三峡工程影响采取的重要保护措施——
在赤水河建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

为了缓解三峡工程建设对长江上游特有鱼类

的不利影响, 1991年, 水生所曹文宣院士就在《长

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建议选择赤

水河作为保护区。此后, “八五”期间(1992—1995年),
曹文宣院士团队承担了科技攻关专题“长江上游鱼

类自然保护区选址与建区方案的研究”, 论证和建

议赤水河作为保护区。1999年和2000年, 曹文宣院

士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分别提交《建立赤水河长江

上游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和《为保持茅台酒等

名酒特有的品质, 建议不要在赤水河干流修建水电

工程》的提案, 引起了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广泛

关注, 并促使沿岸省份放弃了在赤水河干流进行水

电开发的计划。2005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 赤水河整个干流及其部分

源头支流均被纳入了该保护区
[13]

。从保护区成立

至今, 曹文宣院士团队一直承担着赤水河流域的生

态环境监测工作, 对赤水河的鱼类资源和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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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监测与研究
[14]

。这证明了受

三峡工程和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不利影响的许多

珍稀特有鱼类可以在赤水河完成其生活史过程, 赤
水河成为长江上游鱼类重要的庇护所。

6    人造洪峰——生态调度概念的萌芽

“四大家鱼”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鱼类, 长江是其

主要的种质资源库。四大家鱼以及鳡、鳤、鯮、

赤眼鳟等鱼类, 是适应于东亚季风气候的鲤科东亚

类群, 具有产漂流性卵的习性。在其繁殖期, 当水

温达到18℃, 河水上涨时产卵。但是, 水库调度的

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削平洪峰, 减小水位变化。针对

这一情况, 水生所曹文宣院士提出在5—6月四大家

鱼主要繁殖季节, 通过三峡水库的调度, 安排几次

较大的下泄流量, 强化坝下江段的涨水过程, 以满

足四大家鱼产卵所需的涨水条件
[11, 15]

。这也是现

代非常流行的生态调度概念的早期萌芽。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后, 根据水生所等科研院

所的调查, 长江中游“四大家鱼”自然繁殖受三峡水

库运行影响, 出现了繁殖时间推迟、繁殖规模下降

等问题
[16]

。为了改善长江中游“四大家鱼”繁殖条

件, 2011年起, 三峡水库开始实施促进长江中游四

大家鱼自然繁殖的生态调度试验, 根据相关监测,
该措施对“四大家鱼”资源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时至今日, 葛洲坝水利枢纽已经建成运行了

40年, 三峡水库也于2010达到175 m的设计蓄水水

位。葛洲坝和三峡枢纽对鱼类产生的影响已经显

现并在继续。水生所提出的相关鱼类保护措施在

消除工程的不利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

赤水河在内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三峡水库生态调度等措施的实施对长江

鱼类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年建立的一些

工作站也一直沿用至今, 为长江鱼类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长序列资料。令人遗憾的是, 长江中的中华

鲟连续多年没有自然繁殖, 其境况堪忧。但是, 中
华鲟的境况不是修建鱼道可以解决的。相反, 人工

繁殖放流及现有产卵场的保护与修复工作为中华

鲟的保种和种群恢复提供了希望。

此外, 与中华鲟同样受到关注的鱼类还有白

鲟。由于其可以在淡水中完成生活史的全过程, 其
对洄游的需求没有中华鲟强烈, 在葛洲坝救鱼讨论

的后期没有重点考虑。2020年初, 白鲟被宣布灭绝
[17],

其主要原因是过度捕捞和生境的片段化等各种人

类活动。作为比中华鲟体型更大的鱼类, 同样也难

以在葛洲坝和三峡工程建设中为其修建鱼道。由

于白鲟是一种凶猛的肉食鱼类, 长江中的高强度捕

捞不仅对于白鲟本身是一种压力, 其饵料鱼类的减

少, 也是一种重要的胁迫因子。现党中央已作出

“长江禁渔十年”的决策, 长江中捕捞活动给鱼类的

压力将会消失, 但是大坝的影响仍然存在。农业部

2015年制定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 为拯救中

华鲟物种提出了综合性的措施。水生所的鱼类学

工作者正在依据长期的研究结果, 为中华鲟的种群

恢复贡献力量。水生所的科研人员正和全国人民

一起共同努力, 希望长江的鱼类资源能够恢复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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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zhouba Dam (GD) and the Three Gorges Dam (TGR) are the world’s largest cascade hydropower sta-
tions, which have a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n flood control, power generation, navigation and irrig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owever,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D and TGD, it had under-
gone a long-term debate on how to mitigat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quatic organism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the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HB)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GD and TGD on the fish resource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In the discussion of conservation priority, the IHB pointed out the Chinese sturgeon was the most critically
endangered species. To save this species, the IHB demonstrated Chinese sturgeon could reproduce naturally below the
GD and the artificial propagation and spawning ground protection were the main conservation measure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the substitute for the unnecessary measures of fish passages.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GD, the IHB further
predicted the TGD would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fish resourc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uggested establishing the
Chishu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which could give shelter to the rare and endemic fishes in the upstream Yangtze
River. With the impoundmen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TGR), the IHB first proposed to create artificial floods to
induce the spawning of four major Chinese carp species. This is the so-called “ecological schedule”. Up to time now,
most of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proposed by the IHB had been proved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For the long-term ef-
forts to fish protection, the IHB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Key words: Gezhouba Dam; Three Gorges Dam; Institute of Hydrobiology; Fish protection; Mitig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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